一、奥巴马政府以“改变”为旗帜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始于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时期，但作为新总统的奥巴马则是主张全面和逐步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代表人物。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的战略态势意识从“美国治下和平”调整为“以美引领的多种力量共治”（First among equals）的国际格局；战略指导思想从崇尚武力的“政权更迭”调整为“巧实力”的软硬兼施；战略视野从相对集中于以反恐为中心的军事安全领域调整为强调经济、教育、科技、能源、核安全、互联网与太空活动等；战略布局意图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战略目标任务从聚焦“反恐战争”调整为“政经兼顾”的综合平衡；军事战略理念从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首次变为打赢“当前战争”；战略手段方式从“单边主义”调整为“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战略的调整虽然还不是根本性的，但确实是实质性的。
　　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小布什政府以对大中东和大中亚地区进行改造为中心的“反恐”战略遭受重创，美国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布什政府一时鼓吹和实施的“先发制人”、“政权更迭”、“单边主义”还使美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和国际信誉，从而大量消耗了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积聚的战略主动。第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造成的美国经济问题。从奥巴马竞选最后关键时刻到入主白宫的头一年，奥巴马总统面临金融危机冲击、经济衰退严重以及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失业率高涨的严重挑战。恢复世界经济和走出金融危机困境既是奥巴马政府必须首先应对的课题，而保有美国经济在世界中的领先地位又是维护美国霸权的核心基础。第三，美国在被迫与其他主要行为体形成多元伙伴关系的同时，必须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其在世界事务中主导作用的战略和方法。对于当前的美国而言，它被迫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必须直面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进程，在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必须考虑同其他主要行为体分享主导权并共同探讨国际体系的重组问题。改善同主要大国的关系、“二十国集团”、区域合作机制等都是其调整全球战略的重要抓手。最后，美国在运筹其全球战略时正在设法重新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对于历来以“敌人”和“对手”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美国来说，如何对待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中国，使奥巴马政府陷入迷茫之中。一方面，中国不是美国现实的敌人，也不一定是将来的敌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对于想永远保持世界领袖地位的美国而言，确实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规制权和话语权、亚太合作框架、发展道路和模式、世界热点问题应对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奥巴马政府试图制订出能够应对这一历史性挑战的全球战略，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二、美国全球战略的进展

　　奥巴马政府上台两年来，在推行其全球战略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首先，奥巴马政府利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改朝换代，同布什政府进行了坚决的切割，以“巧实力”为指导，进行了颇为有效的外交攻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奥巴马以首位非洲裔美国公民登上总统宝座而向世界展示了美国梦想成真的吸引力，并在与其生涯有关的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掀起了阵阵赞赏美国的“飓风”，以至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我们需要自己的‘奥巴马’”的呼声。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强调同伊斯兰国家的合作与对话，并向伊朗和朝鲜伸出了橄榄枝，甚至还得到了“鼓励性的”诺贝尔和平奖。
　　其次，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议题设置上夺回了主导权。与小布什政府对于全球性议题的冷淡不同，奥巴马政府对于全球性秩序的建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其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仅积极做出回应，而且正在根据其利益重新塑造这一进程。其二，美国为降低其对海外能源的依赖，在国际能源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尽管这场革命的结果如何由于现在新能源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等方面的缺陷而变得扑朔迷离。其三，在核不扩散和核裁军问题上，美国以“无核世界”为口号，以美俄新条约为突破口，以“核安全”为新的概念，正在为这一领域搭建一个新的框架，有可能使这一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秩序。可以说，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议题的设定和全球秩序的塑造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再次，美国在应对国际力量变化的进程中争取到了重组国际体系的话语权。同它的前任相比，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多边机制重要性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在承认国际力量重心转移和在新基础上重组国际体系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自信心，这当然与它的综合实力有关，但也与它更能理解国际力量重心转移的大趋势有关。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并主张淡化、乃至取消“七/八国集团”，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的有力推动者。
　　第四，奥巴马政府分集团、分群体、分地域、分层次地改善了同盟国、大国和地区大国、以及地区组织的关系。奥巴马政府支持欧盟统一的外交安全政策并注意“倾听”欧洲意见，重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作用，在重启美俄关系中批准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实现了美中关系在2009年的“高开”，加强了美国和印度的“新伙伴关系”，加强了同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巴西等地区大国的关系。此外，美国同美洲国家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地区性组织的关系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后，奥巴马政府在甩掉小布什政府遗留的某些包袱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美国最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定于2011年7月从阿富汗撤军。此外，美国还重启了中东和平进程，在打破阿以僵局方面走出了象征性的一步。
三、美国全球战略的困境

　　首先，美国全球战略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恢复旧时“独步天下”的领导地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全球化、多极化和多样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在国际力量对比中面对的是其力量相对下降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奥巴马政府不可能使美国重温单极独霸的旧梦。
　　而且，美国本身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制造者，因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奥巴马的全球新战略中依旧透露出旧有自私的经济战略、狭隘的气候变化应对之道、陈旧的冷战思维等。在当前世界关注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美国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上的损人利己的政策正成为众矢之的。在应对长期困扰的恐怖主义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除将其从战略目标的“第一”降低到“之一”外，也苦无良策。
　　此外，美国全球战略存在目标和能力的巨大差距。奥巴马政府津津乐道的“领导世界”缺乏国内基础、实施能力和国际感召力。对于美国来说，问题还不仅在于内向度增加和经济力量相对下降，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对于选举驱动的美国政府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具备进行体制性改革的条件。美国在世界上的感召力也大不如前，“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模式的治理赤字，非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异军突起也相对缩小了美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应对一些全球性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是举步维艰。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强调了美国的一国利益，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推卸责任、行动乏力，在应对反美的极端主义思潮和行为上则十分被动、黔驴技穷。美国和伊朗、朝鲜在核问题上的矛盾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还面临问题更加深化和复杂化的挑战。美国在阿以冲突与巴以和谈问题上难以推进，在打击海盗方面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四、美国亚太战略的发展趋势

　　综合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实施来看，美国亚太战略具有以下的发展趋势：
　　在奥巴马政府西退东进的全球战略调整中，亚太是其重点地区。在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由西向东和从北向南转移的进程中，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正在进一步提升。美国正在逐步形成“大亚洲”的概念和意识，扩大了其“亚太地区”的地域界定，即从传统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向“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拓展。
　　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在增加与主要行为体的互动中提高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作用。奥巴马政府从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出发，力图掌控美国和亚太各行为体的互动趋势，并影响亚太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具体操作上，奥巴马政府将加强同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印度等行为体在各领域和各层次的互动关系。
　　美国力图在议题设置的进程中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相对减弱，奥巴马政府突出和制造安全议题以维护其对本地区的影响。美国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为主题占据南亚和中亚的战略要津，以应对朝鲜半岛问题为由巩固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以保障自由航行为由扩大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和政治影响，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地区合作新抓手并淡化“10+3”的主渠道作用。
　　奥巴马政府利用军事安全优势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治和经济文化影响。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任期过半时，已经开始了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为此，奥巴马政府正在筹划撤出阿富汗之后的战略布局，加强同日本、印度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军事关系，凸显其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合法性”。为此，美国还将在亚太地区展开多轮的政治、外交、文化攻势，在亚太国家之间纵横捭阖，威逼利诱，巩固和发展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权。
五、今后10年中美战略互动展望

　　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中，全球力量对比将更趋平衡。一方面，在多极格局大体形成中、在美欧亚三大经济板块消长中、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中国都有处于有利态势。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仍处于量变积聚过程，美国仍将保持着总体和综合优势。
　　中美战略互动的亮点在全球层次上。在今后10年的世界事务中，机制建设和议题应对将占据重要位置。在全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和国际机制缺失的背景下，大国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其全球视野、全球战略、全球利益和全球影响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中美两国比其他国家更具有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建设新的国际体系的动力。在新一轮的国际机制建设中，中美将继续合作加竞争，但双方合作面将大于竞争面。两国还将在国际金融和贸易机制建设中继续协调各自同其他各方的关系，争取基本完成国际机制的重组任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中美两国在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和防疫救灾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实施能力。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美在全球层面互动的加强和加深，两国在时代观、利益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将会进一步突出，从而增加双方在全球层次上的竞争面和摩擦点。
　　中美战略互动的重点在地区层次上。在奥巴马政府西退东进的战略调整中，亚太地区是美国以攻为守的重点。展望今后10年，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动主要趋势是：第一，中美关系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但两国战略互动的主要平台还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中美两国将逐步制定出“大亚太战略”（其地域将涵盖整个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并将其上接国际体系重组、下连与他方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第二，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参与的力度之后，地区的主要国家行为体增多，原有诸如10+X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进入围绕地区框架的原则、设计、调整的磨合期。此外，中美的主要领域性议题集中在“高政治”方面，两国在应对海洋安全、防扩散、某些领土（海）争端等问题上面临新挑战。第三，亚太的多边关系重组。中美在上合组织、六方会谈、中俄印、中美日、中美俄、中美越、美日印东盟等多边关系上都将有新的发展，两国在期待、机制、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也更将突出。
　　中美战略互动的难点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关系的重要症结之一是缺乏战略互信，而且这一问题还将长期存在。究其原因，一是两国不仅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如何理解和应对当代主要矛盾和问题方面时常看法相左；二是支持中美战略互信的国内基础还十分薄弱，两国政府都把国内议题置于国际问题之上，双方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上妥协让步的余地正在缩小，而“示强示力”又往往会引起极端的解读；三是美国为维护其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中国的警惕性不断提高，弱化和淡化中国外交、经济、文化影响；四是美国为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可能排挤乃至取而代之始终存有恐惧之心，正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性和防范性的投棋布子；五是两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双方事实上都以“最坏打算”解读对方的言行。六是目前已有的双边互动机制尚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美战略互信问题，因此只能以不断扩大化的合作深度和广度逐步达到增信释疑的目标。
